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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双向 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
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且对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的

政策间互动效应加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省级层面，碳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

的提升有利于碳生产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有助于实现碳生产率提升；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

有效配合能够进一步提升碳生产率。这说明，“双循环”所倡导的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双碳”目标引导下的环境规

制具有良好的政策互动效应，有利于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关键词：双向ＦＤＩ　环境规制　碳生产率　双循环　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２）１２－００５０－１５

　　一、问题提出

快速发展的外商直接投资（ｉｎ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ＦＤＩ）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ｏｕｔ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既是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的抓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内循环和国际外循环

（简称“双循环”）协调推进的两翼［１－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应对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新挑战提供了发展新思路。同时，为肩负起大国担当与责任，２０２０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

和”。这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制定了目标，也意味着中国产业、能源结构以及经济活动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与变革。不容忽视的是，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所面临的“双重外部性困境”［３］使得企业缺乏低碳、零碳实践所创

造的社会正外部性，无法充分得到市场补偿进而缺少激励。因此，环境规制仍然是促进企业进行低碳实践、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要举措［４］。“双循环”的目标是在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双碳”目标是通过

控制碳排放实现绿色转型，两者分别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路径。在强调实现“双碳”目标的高质

量国内外循环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提高碳生产率，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需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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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课题。

双向ＦＤＩ和环境规制两者与低碳发展中重要的结果指标碳生产率存在何种关系？现有研究缺乏系统性

阐述。大部分学者就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碳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一论断形成共识，但多数基于资本的单向

流动层面进行研究，缺乏资本的双向流动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与碳生产率的研究已

较为丰富，但得到的结论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未将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环境规制强度与碳生产率纳入同

一框架开展深入研究，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契机。双向ＦＤＩ协调和环境规制作为“双循环”与“双碳”政策下

的具体体现，两者是否存在一定联系值得深入研究讨论。

为此，本文将“双循环”与“双碳”作为研究的制度背景和宏观需求导向，以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３０个省份面

板数据，检验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考察政策需求下两者的协同

效应。主要贡献如下：（１）双向ＦＤＩ协调的测度。现有关于国际贸易资本与碳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

向ＦＤＩ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本文以耦合协调模型量化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并通过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的面板

数据对双向ＦＤＩ和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２）两类政策发展需求的交互

作用检验。在“双循环”与“双碳”背景下，以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分别指代两类政策的发展需

求，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策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互动性。（３）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减少模型偏误。区域经济学

认为，传统计量模型忽视了变量在区域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导致模型估计存在偏误［５］，本文通过引入空间计

量模型，从而减少因方法而造成的误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碳生产率（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是指一段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与同期碳排放量的比例，是将碳排放作为

生产中所内含的投入要素，关注碳排放的经济效率［６］。对于碳排放的关注，实质上是希望寻求一定外在条

件之下以最小的碳排放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可以说，碳生产率将低碳经济发展的两大经济目标———促进

经济增长和控制碳排放———相结合［７］，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标准［８］。同样

地，能够影响碳生产率的因素也应该涉及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两个方面，并可能存在潜在的交互作用。本

文认为，在“双循环”经济发展和低碳目标提出的宏观背景下，经济发展方面，ＩＦＤＩ与 ＯＦＤＩ协调程度会直接

影响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推动程度；环境治理方面，与低碳目标相匹配的环境规

制强度将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由此，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共同影响碳生

产率。

　　（一）双向ＦＤＩ对碳生产率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ＩＦＤＩ或者ＯＦＤＩ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ＩＦＤＩ的影响来看，研究者认为其可以通

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等技术溢出渠道来促进技术进步［９］，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对碳生产

率产生显著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１０］。刘传江和胡威（２０１６）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ＩＦＤＩ对碳生产率存在

空间溢出效应，ＩＦＤＩ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碳生产率，但空间溢出效应却显示邻近地区碳生产率受到本地区

ＩＦＤＩ的负面影响［１１］。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ＩＦＤＩ对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

的非线性门槛效应［１２］。较多学者认为ＯＦＤＩ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母国碳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杨和刘（Ｙａｎｇ

＆Ｌｉｕ，２０１３）对日本的研究发现，ＯＦＤＩ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有利于环境

改善［１３］。费能云（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ＯＦＤＩ能够减少碳排放量，同时也能提升碳排放率，对于低碳效应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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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的影响，是促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之一［１４］。潘等人（Ｐ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通过研究 ＯＦＤＩ逆

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过程中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存在区域异质性的空间溢出

效应［１５］。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多从单向资金流动研究ＦＤＩ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在当前国内经济“双循环”的

背景下，研究双向ＦＤＩ如何影响碳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价值。

黄凌云等（２０１８）提出了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双向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将双向 ＦＤＩ解释为“ＩＦＤＩ技

术溢出效应与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协调发展效果”［２］。双向 ＦＤＩ以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

形式影响母国或者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从而间接影响碳生产率［１６－１７］。其一，规模效应指的是双

向ＦＤＩ通过促进某一国家的经济规模扩张对碳生产率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往往

会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而国际贸易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有利于本土国家的输出和输入

规模的扩大，进出口资金规模的扩大使政府税收增加，增加的税收将促使政府扩大低碳化投资，从而促进低

碳化发展，提高区域碳生产率。另一方面，双向ＦＤＩ的流动将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以使用化石能源为主

的制造业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导致更低的碳生产率。其二，结构效应指的是双向ＦＤＩ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

发生变化。伴随着国际贸易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国家和地方会逐步加大对技术和资金密集度高制造业

的投资力度，或向低污染低能耗产业倾斜，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推进低碳经

济社会的布局。其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资本为本国创造了学习发达国家相关企业先进技术

与管理经验的机遇，技术学习和人才流动促使本地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最

终提高碳生产率。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对碳生产率能够产生正向影响。

　　（二）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

在“双碳”发展目标背景下，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并未

得到一致结论。现有文献可归纳为两类内容：（１）整体性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最初新古典主义认

为，环境规制政策使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加大了生产与运营的难度，从而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高［１８］。雷

明和虞晓雯（２０１３）基于动态马姆奎斯特－卢恩伯格 －数据包络分析（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ＤＥＡ）方法测算

出碳循环全要素生产率，发现环境规制与碳循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负相关，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１９］。而

随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两者之间可能不仅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郭和陈（Ｇｕｏ＆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研究显示，随着环境规制的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

程，环境规制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Ｕ型曲线关系［２０］。（２）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

影响。赵等人（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从命令和控制法规、市场法规和政府补贴三种环境规制视角考察其对碳排

放的影响，发现市场法规和政府补贴对效率的提高和二氧化碳的减少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命令和控制法规

没有显著影响［２１］。李小平等（２０２０）通过研究发现，强制性、市场型、自愿型的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

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２２］。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在碳生产率的改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时间、地域

和方法的差异，导致产生的结论出现了较大偏差。

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的关系中存在激励机制。激励机制遵循波特假说，即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可

以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提升环境绩效和企业竞争力［２３］。在后续不断拓展的强／弱波特假说

中［２４］，均认为适当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刺激企业增加特定类型的创新投资，或能够抵消部分创新投入

资本，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形成环境规制对创新的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环境绩效［２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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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标准不断提高限制企业生产规模，企业必须通过提高生产率以保持利润最大化。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分担企业治污资金投入压力，部分治污的投入被用来改进生产效率，具体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对产品工艺或

生产流程进行技术创新来促进绿色经济，即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以“谁污染，谁付费”为原则，面临着高额的

环境成本，企业开始进行一系列污染物源头或末端治理的技术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产品价值和市

场竞争力提升则又会激励企业持续进行绿色创新，从而形成创新补偿。由此可见，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将

大幅提升企业的创新意识，同时，在减少污染、治理成本等方面的技术将得以快速发展，生产效益也将会得

到提升，收益弥补甚至超过了成本的损失，因此，这也被称为“创新补偿说”。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环境规制强度对碳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

　　（三）双向ＦＤＩ和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交互影响

双向ＦＤＩ和环境规制影响碳生产率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多从ＦＤＩ和环境规制视角考虑两

者对城市技术进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碳排放的影响。如江心英和赵爽（２０１９）在正式和非正式双重环境

规制视角下考察了ＦＤＩ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２６］；赵明亮等（２０２０）实证研究了黄河流域重点城市的

ＦＤＩ、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而 ＦＤＩ在不

同类型城市、不同时段存在差异化影响［２７］；李凯杰和王怀民（２０２１）研究发现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ＦＤＩ

的流入会减少，弱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２８］。因此，有必要探索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如何作

用于碳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双循环”和“双碳”

目标均是为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其中“双循环”是以外部大循环带动高质量内部循环，通

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消费和产业升级，优化并建立更高层次的双循环。双向ＦＤＩ协调所倡导的中

国ＯＦＤＩ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理念，以加快中国绿色生产体系和绿色消费体系的建立，同时

ＩＦＤＩ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等方式对传统工业进行优化，实现产业的清洁化和绿色化发展，为提升碳生

产率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和路径选择。

碳生产率是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治理量为约束条件，通过一定的政策引领和行动方案实现中国经济的绿

色转型，环境规制目标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在全球贸易链中的产业升级，同时也使中国的

双向贸易链实现系统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正向调节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对碳生产率的作用。

本文的理论假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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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和数据样本

１．变量测度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碳生产率。碳生

产率在数值上可以表示为生产总值与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值［６］。其中，各

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是主要难

点。本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提供的方法并利用中国各省份化石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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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测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式如下：

ＣＯ２ ＝∑
ｎ

ｉ＝１
ＣＯ２ ＝∑

ｎ

ｉ＝１
Ｅｉ×ＮＣＶｉ×ＣＣｉ×ＣＯＦｉ×４４／１２ （１）

式（１）中，ＣＯ２表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ｉ表示终端能源消费种类，本文选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

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８种终端能源消费量为计算样本，以减少一次能源划分

法所带来的误差；Ｅｉ为第ｉ种终端能源消费量；ＮＣＶｉ表示第ｉ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值；ＣＯＦｉ表示碳氧化

因子；ＣＣｉ表示含碳量；４４和１２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

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借鉴黄凌云等（２０１８）［２］的做法，利用耦合系统模型测度双向ＦＤＩ的耦合度。公式

如下：

Ｃｉｔ（ＩＯ）＝ＩＦＤＩｉｔ×
ＯＦＤＩｉｔ

（αＩＦＤＩｉｔ＋βＯＦＤＩｉｔ）γ
（２）

式（２）中，α＝β＝０．５；γ表示调节系数，取值范围为２≤γ≤５，参照以往研究，本文假设其数值为２。

耦合度仅能反映ＩＦＤＩ与ＯＦＤＩ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而协调度在其基础上还可以反映系统发展水平，因

此引入耦合度和协调度指标，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就可表示为：

Ｄｉｔ（ＩＯ）＝ Ｃ×
ＩＦＤＩｉｔ＋ＯＦＤＩｉｔ( )２

１
２

（３）

将式（２）代入式（３），可得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为：

ＣＤｉｔ（ＩＯ）＝
ＩＦＤＩｉｔ×ＯＦＤＩｉｔ

（ＩＦＤＩｉｔ＋ＯＦＤＩｉｔ）／
[ ]２

１
２

（４）

环境规制强度。参考李新安（２０２１）［２９］的做法，本文选取各省份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三类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测算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对各省份各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保证各省份指标的可比性。计算公式如下：

ＤＥｓｉｊ＝
ＤＥｉｊ－ｍｉｎ（ＤＥｉ）

ｍａｘ（ＤＥｊ）－ｍｉｎ（ＤＥｊ）
（５）

式（５）中，ＤＥｉｊ和ＤＥ
ｓ
ｉｊ分别表示标准化处理前后省份ｉ污染物ｊ的排放量，ｍａｘ（ＤＥｊ）和ｍｉｎ（ＤＥｊ）分别

表示污染物ｊ的最大和最小排放量。

第二步：计算每种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因各省份污染物的排放比重存在差异，需通过调整系数反映

其真实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ωｉｊ＝
Ｅｉｊ
∑ Ｅ( )

ｉｊ

／
Ｙｉ
∑ Ｙ( )

ｉ

（６）

式（６）中，ωｉｊ表示省份ｉ污染物ｊ的调整系数，
Ｅｉｊ
∑ Ｅｉｊ

表示省份ｉ污染物ｊ的排放量占全国同类污染物排

放量的比值，
Ｙｉ
∑ Ｙｉ

表示省份ｉ的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第三步：结合以上指标计算每个省份的污染排放强度。在具体计算中，将其倒数纳入模型，作为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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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强度的测度。

ＥＲｉ＝１／
１
ｎ∑

ｎ

ｊ＝１
ωｉｊ×ＤＥ

ｓ
ｉ( )ｊ （７）

（３）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３０－３１］，选择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产业结构（ＩＳ）、技术创新（ＴＩ）、人口密

度（ＰＤ）、对外开放度（Ｏ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度量；产业结构以第二

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征；技术创新以研发经费投入衡量；人口密度以年末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划

面积之比反映；对外开放度以对外贸易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４）空间权重矩阵：为更严谨地考察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借鉴

袁华锡等（２０１９）［３２］的做法，综合考虑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构建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公

式为：

Ｗ１ ＝Ｗｄｄｉａｇ（Ｙ１
－
／Ｙ
－
，Ｙ２
－
／Ｙ
－
，Ｌ，Ｙｎ

－
／Ｙ
－
） （８）

Ｙｉ
－
＝∑

ｔ１

ｔ０

Ｙｉｔ／（ｔ１－ｔ０＋１） （９）

Ｙ
－
＝∑

ｎ

ｉ＝１
∑
ｔ１

ｔ０

Ｙｉｔ／（ｔ１－ｔ０＋１） （１０）

其中，Ｗ１为经济地理权重矩阵；Ｗｄ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ｔ为样本期；Ｙｉ
－
表示样本期内ｉ省份人均ＧＤＰ

的年均值；Ｙ
－
为样本期内地区生产总值均值。变量说明见表１。

表１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符号 数据来源

碳生产率 根据ＩＰＣＣ提供的碳排放指数计算所得 Ｃ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结果取对数而得 ＣＤ 《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

年鉴

环境规制强度 根据三类污染物的综合排放指数计算而得 ＥＲ ＥＰＳ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ＧＤＰ 《中国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ＩＳ 《中国统计年鉴》

技术创新 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取对数 ＴＩ 《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密度 年末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取对数 ＰＤ 《中国统计年鉴》

对外开放度 对外贸易额占ＧＤＰ比重取对数 ＯＤ 《中国统计年鉴》

非对称经济地理空间权重

矩阵

矩阵元素为两地质心距离平方的倒数与其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体平均水平之比的乘积

Ｗ１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统计年鉴》

２．样本选择与处理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中国３０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未包含）为研究样

本，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数据处理过程中，将以美元为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通过当年美元年平

均汇率转换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额，并利用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对所有涉及经济性指标的变量进行平减

化处理（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为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除碳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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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外的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２

所示。

表２　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碳生产率 ５４０ ０．７２４ ０．４３１ ０．１３０ １．９９９

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 ５４０ ４．９４８ １．１０３ １．１６５ ７．０６９

环境规制强度 ５４０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３

经济发展水平 ５４０ ４．０９６ ２．８６４ ０．３７１ １６．４９０

产业结构 ５４０ ４４．０４０ ８．６２７ １５．８００ ６２．０００

技术创新 ５４０ １２．８２０ ２．４８６ ３．４８２ １７．４８０

人口密度 ５４０ ５．１６２ １．５０３ ０．３３６ ８．３３９

对外开放度 ５４０ ３．２９０ １．２８３ ０．５６０ ８．２８１

　　（二）模型设定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事物间普遍存在联系，并且距离较近的事物联系更为密切［３３］，而空间面板兼具时

空效应，不仅可以考察各因素在时间上产生的效应，还可以从空间维度上探索变量内与变量间的空间溢出

效应。实际上，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都有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原因如下：（１）对于双向ＦＤＩ

协调程度而言，当前中国各地区发展模式和市场分割状态明显，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非均衡化发展

状态。（２）省内城市中一般城市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与经济单列市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使用省级

面板数据会削弱双向ＦＤＩ所产生的产业规模效应，造成中西部省份数据失真，结果和结论出现偏差。尤其是

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进入中国存在明显的区域先后顺序特征，其首选沿海地区和各

省会城市，再逐渐扩展到沿海其他城市和省会城市周边的二三线城市，这些特征都使得城市之间的ＦＤＩ聚集

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对于环境规制强度而言，在典型的财政分权格局下，各个地方政府所实行的环境规

制标准和执行力度都参差不齐，导致一些污染性产业或企业会通过跨地区经营转移来规避环境规制的处

罚。而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相较于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任务而言，更想要获得污染

企业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红利，这就使得一些污染产业或企业会从高环境规制地区向低环境规制地区迁移。

这种跨界的经营污染转移会使得环境规制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在普通面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

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环境规制强度与碳生产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为了防止出现

内生性问题，将因变量滞后一期处理。具体模型为：

Ｙｉｔ＋１ ＝αｉ＋ρ∑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ｊｔ＋βＸｉｔ＋φ∑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ｔ＋Ｕｉ （１１）

Ｕｉ＝λＷ×Ｕｉ＋εｉ （１２）

其中，ｉ、ｊ表示不同城市；ｔ为不同年份；Ｙ为被解释变量；Ｘ表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Ｗ表示

空间权重；ρ、φ、λ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εｉ为随机误差项。若

φ＝λ＝０、ρ≠０，则模型为相邻地区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空间滞后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ｍｏｄｅｌ，ＳＬＭ）；若φ＝ρ＝０、λ≠０，则模型为相邻地区除解释变量以外的尚未被观测的误差项对本地区

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ｍｏｄｅｌ，ＳＥＭ），若ρ≠０、φ≠０、λ＝０，则模型为相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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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相关因素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ｕｂｉｎｍｏｄｅｌ，ＳＤＭ）。在建模中，

一般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检验（ＬＭ）和沃尔德（Ｗａｌｄ）检验来确定模型形式。

　　四、实证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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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中国碳生产率全局莫兰指数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与模型选择

从图２的结果来看，中国碳生产率总体上

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就经济地理权重

矩阵Ｗ１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莫兰指数始终为

正数且Ｐ值除２０１６年外基本接近为０，在空间

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虽然指标在其间表现

出多次波动现象，但不影响其存在空间自相关

的事实。就邻接矩阵 Ｗ２来说，莫兰指数在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始终为正数且 Ｐ值全部处于 ０

值附近，表明其空间正相关特征十分明显。相

比而言，Ｗ２下的莫兰指数在数值上比Ｗ１的莫

兰指数数值更大且更加显著，但通过图 ２来

看，无论是 Ｗ１还是 Ｗ２，其莫兰指数的趋势与

波动十分相似，进一步证实了碳生产率在空间上显著正相关。

在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前，首先通过ＬＭ检验进行模型选择与检验。如表３所示，在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

阵下，ＬＭ（ｅｒｒｏｒ）、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和ＬＭ（ｌａｇ）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并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相比于空间滞后模型（ＳＬＭ），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为更为合适的模型选择。同时经

过豪斯曼检验后发现统计量为负值，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主

要采用随机效应下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３　空间计量检验

ＬＭ检验

ＬＭ（ｅｒｒ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 ＬＭ（ｌａｇ）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空间面板豪斯曼

检验

３１８．５８３ ２４３．７２３ ８５．２６７ １０．４０６ －７４３．１６０

　　注：、、分别代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后表同。

　　（二）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从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的回归结果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随机效应空间误

差模型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８和０．０４７，并通过了１％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假设１得到验证。这说明无论

是否考虑空间效应，地区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越高，各省份碳生产率就越高。一方面在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较高

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且二氧化碳排放效应小于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双循环政策是以绿色经济为

核心目标，利于低碳目标的实现，而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平衡式”双循环有利于发展绿色经济。从

提高碳生产率的目标出发，中国贸易格局从双向投资并行发展到以打造“内循环”为主的投资模式，贸易格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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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逐渐趋于合理。目前，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更高层次双循环，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仍然是制度和市

场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假设１得到验证。

从环境规制的回归结果看，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６４和０．０７９，并在５％和１％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于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约束机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

其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积极效益，从而导致碳生产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上升而下降。这也说明当前对于环境

的整体要求已经较高，现有的环境规制要求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因此，假设２得到验证。

“双循环”与“双碳”发展规划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为此本文以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指代“双

循环”政策需求，环境规制强度指代“双碳”目标政策导向，并通过引入两者的交互项以探索政策间的协同互

动效应。从表４可以看出，在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的系数均为正向的情况下，两者交互项的系数显

著为正（β＝０．０８３，Ｐ＜０．１），说明变量存在相互间的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较高时，对

碳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作用将会显著加强。同样，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对于碳生产率的正

向作用也会被强化。因此，从回归结果看，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与环境规制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良性互动效

应。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正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双循环”，同时在“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水平会进一步

上升，两者都会促进到碳生产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双循环”与“双碳”政策目标的协同效应也能够产生弥补

和激励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因此，假设３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对地区碳生

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空间误差模型中β＝０．０３８，Ｐ＜０．０１），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碳排放量

也得到了显著的控制。产业结构（ＩＳ）与区域碳生产率显著正相关（β＝０．００５，Ｐ＜０．０１），表明在产业结构趋

于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中，经济和环境同时得到关注。技术创新（ＴＩ）对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β＝－０．００９，Ｐ＜０．０５），这可能是因为高强度的研发经费在短期内所带来的效益暂不明显，需经过时间的

沉淀才能带来长期的成效。人口密度（ＰＤ）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β＝０．０５８，Ｐ＜０．０１），说明人口所带来

的红利效应在该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对外开放度（ＯＤ）对地区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β＝０．０７４，Ｐ＜０．０１），说明对外开放度的增加有利于国际贸易资本的流动，这会进一步促进地区碳生产率的

提升。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空间误差模型 加入交互项

Ｃ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５） （５．１９） （５．０６） （４．４８）

ＥＲ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１０．１２） （２．３９） （２．９３） （２．６１）

ＣＤ×ＥＲ ０．０８３

（３．３６）

ＰＧＤ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６．４７） （９．１２） （９．１４） （９．０８）

Ｉ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２．７０） （４．０７） （４．００） （４．００）

ＴＩ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４） （－２．４５） （－２．２５） （－２．２６）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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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ＳＥＭ 加入交互项

ＰＤ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１１．０９） （２．１４） （３．６８） （３．６５）

ＯＤ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４．５０） （３．４５） （５．０４） （５．０４）

常数项 ０．２０１ ０．２１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２

（２．６４） （１．２６） （０．５５） （－０．５７）

λ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２

（２．０２） （２．０３）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１５．９３） （１５．９３）

样本量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Ｒ２ ０．５５２　　 ０．２３０　　 ０．３７３　　 ０．３７３　　

　　注：括号内为ｔ值，后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估计结果可能存在的影响，本文依次构建邻接矩

阵（相邻为１，否则为０）、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以各省份省会城市在地图上的实际地理距离为依据构建）、经

济距离权重矩阵（以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为依据构建）来确保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５

所示，稳健性检验所用到的空间权重矩阵与上文所用到的复合矩阵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双向ＦＤＩ协调程

度与环境规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与前文的结论相同，仅为数值上的变化，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表５　稳健性检验１：更换空间权重矩阵

变量 邻接矩阵Ｗ２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Ｗ３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Ｗ４

ＣＤ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９

（６．３９） （４．９３） （４．１９）

ＥＲ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８ ０．２７０

（７．９７） （８．２２） （１０．３１）

ＰＧＤＰ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８

（１０．１１） （９．１３） （１０．９４）

Ｉ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６．１１） （－５．８１） （－５．６１）

ＴＩ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５．０１） （３．３２） （４．３０）

ＰＤ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

（０．７８） （２．５２） （１．９７）

Ｏ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７３） （２．３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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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邻接矩阵Ｗ２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Ｗ３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Ｗ４

λ －０．０２６

（－０．３７）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６

（１６．４２） （１６．２０） （１６．４３）

样本量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Ｒ２ ０．３６１　　 ０．５３８　　 ０．４３３　

（２）更换被解释变量。前文的碳生产率是通过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计算而得，此

处参考李小平等（２０２０）［２２］的做法，采用超效率ＤＥＡ测算碳生产率，投入指标包括资本投入（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与劳动力投入（年末就业人数），产出包括期望产出（国内生产总值）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

量）。由表６可看出，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依然是负向的，数值上变小，因此，本

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６　稳健性检验２：更换解释变量

变量 ＳＥＭ 变量 ＳＥＭ

ＣＤ ０．０３１ ＯＤ ０．０３８

（２．６４） （３．２８）

ＥＲ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０．４２８

（０．０１） （３．５２）

ＰＧＤＰ ０．０１２ λ ０．５８３

（２．１４） （６．５６）

ＩＳ －０．００３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１２

（－２．０２） （１５．６４）

ＴＩ －０．０１２　　 样本量 ５４０　

（－２．６１） 　　　Ｒ２ ０．２１５　　

ＰＤ ０．０４６

（３．７９）

　　（四）进一步分析

１．地理异质性

基于地理环境和地方政策的差异，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环境规制以及碳生产率在空间维度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所有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进一步探讨双向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

境规制对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

表７报告了地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其中，从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对碳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来看，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双向ＦＤＩ对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影响效果由西部向东部越来越显著，可

能的原因无论是ＩＦＤＩ还是ＯＦＤＩ，其规模量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变小，所表现出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显著

性也会随着投资规模量的变化而减弱。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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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ＣＤ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

（２．８３） （２．１７） （１．９５）

ＥＲ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７

（０．４７） （１．９５） （３．２９）

ＰＧＤ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５．９７） （１．４５） （３．３６）

Ｉ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４１） （２．７７） （－０．４１）

ＴＩ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１．１９） （０．７２） （－３．１６）

ＰＤ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５

（０．４５） （１．６４） （２．９７）

ＯＤ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２

（０．８９） （２．６７） （３．９３）

常数项 ０．９５４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８

（２．５１） （－０．９７） （２．５２）

λ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９ ０．２２３

（０．３７） （－０．９９） （２．０１）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９．６５） （８．１６） （９．６０）

样本量 １９８ １４４ １９８

Ｒ２ ０．１４６　　 ０．２１６　　 ０．３９２　　

２．环境规制的非线性效应

考虑到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和实践的影响已经被证明具有过犹不及的作用，本文进一步考虑使

用面板门槛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主要适用于对变量

间的非线性效应进行分析，由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向效应，两者间可能呈现出非线性

关系，本文引入汉森（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３４］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标准的统计推断方法对门限值进行参

数估计与统计检验，用以考察环境规制强度的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Ｙｉｔ＝αｉ＋α１ＥＲｉｔＩ（ＥＲｉｔ≤γ）＋α２ＥＲｉｔＩ（ＥＲｉｔ＞γ）＋βＸｉｔ＋εｉ （１３）
式（１３）中，ＥＲｉｔ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强度，γ为门槛值，Ｉ为指示函数，其他参数同前文。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负向影响碳生产率，考虑到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其影响作用，结果如表８所示，环境规制的单一门限值在５％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双重门限值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因此，可认为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

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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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模型 Ｆ值 Ｐ值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单一门槛 ３０．５９０ ０．０００ ２８．２９１ ２２．６０２ ２０．９０７

双重门槛 １０．８２０ ０．４２０ ６１．１１２ ３０．３１６ ２１．２９４

基于单一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９，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值０．８３０，并在１％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当环境规制水平低于门限值０．８３０时，碳生产率受到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大于其约束作用，环

境规制与碳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适宜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企业提升环保意识与创新能

力，有效提升区域内企业的碳生产率。当环境规制水平高于门限值０．８３０时，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大于其激

励作用，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时由于碳价格下降、污染治理成本上升等原因导

致碳生产率下降。由此可见，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高，但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碳生产

率将会下降。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基本小于０．８３０（平均值为０．３４３，标准差为０．３４９）。结合前文的研究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为合理，假设２的正向效应得到验证。
表９　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变量 估计系数 ｔ值

ＥＲ≤０．８３０ １．３７７ ３．７５

ＥＲ＞０．８３０ －０．０５６ －２．０９

ＣＤ －０．０５２ －５．５９

ＩＳ ０．００６ ４．４６

ＰＧＤＰ ０．０３８ ９．３６

ＴＩ －０．００９ －２．３３

ＰＤ ０．０４０ ２．０２

ＯＤ ０．０５６ ３．０６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中国３０个省

份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

证研究在“双循环”与“双碳”背景下，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碳生产

率，主要结论为：（１）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对

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２）环境

规制对碳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３）双向

ＦＤＩ协调程度和环境规制表现出相互间的

正向调节作用“双循环”与“双碳”存在互补关系。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与研究结论，为达成“双循环”与“双碳”的双重愿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统筹规划“双循环”与“双碳”的平衡发展。在“双循环”与“双碳”的长期目标下，双向ＦＤＩ协调发

展为“双循环”赋能，而环境规制是碳中和的内在需求，双向 ＦＤＩ的协调发展和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

抵消两者对碳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因此，“双循环”与“双碳”需要整体布局，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为主线，将

绿色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将国内经济与

全球经济融合，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第二，综合考虑内外环境以打造更高层次的“双循环”。从国内来看，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目的在于确保

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高效性与安全性，应从提高基础研究深度为出发点，加大科技投入，培养技术人才，实现

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创新。从外部来看，国外市场与环境较为复杂，外循环的发展应建立在安全稳定的

边界基础之上。外循环为内循环赋能，内循环为外循环提供保障，两者相互统一，不可分割。本文研究结论

表明，“非平衡式”的“双循环”有利于提高碳生产率，因此，在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形下，需要打造以国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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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循环”，建立国内大市场环境，从而更好地发展绿色经济。

第三，合理处理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的关系。本文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呈倒 Ｕ型曲线

关系。因此，对于环境规制水平低于门槛值的地区，地方政府应该加大环境治理成本，引导企业的绿色化生

产的同时提高碳生产率；对于环境规制水平高于门槛值的区域，地方企业应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实现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的转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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